
收稿日期:2024-06-19　 　 修回日期:2024-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趋向及应对战略研究》 (20&ZD068);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互联网 + 联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及多元效应研究》(71963016);江西省科技厅管理科学类项目《加快建设数

字江西的推进机制研究》(20232BAA10024)。

作者简介:徐斌(1978—),男,江西南昌人,南昌师范学院副校长、二级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博士后,研究方

向为创新经济与产业发展。 通信作者:郭琴。

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的影响效应:
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

徐　 斌1,2 　 郭　 琴2

(1. 南昌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2.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

显著促进灵活就业选择和质量,且对女性、农村、低学历和低少儿抚养比群体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此外,数字

经济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虚拟集聚效应来提高灵活就业质量。 最后,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保障与数字

经济在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中存在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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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flexible employment:
A dual perspective on quantity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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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flexible employm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flexible employment

choices and employment quality.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female, rural, low education and low child dependency ratio

group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flexible employment by optimizing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virtual agglomeration effect. Finally, further analysis found an alter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ir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flexible employment.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flexible employment; employment structure; virtual agglomeration; social security levels

　 　 数字经济推动了数字平台的兴起,其中基于

互联网平台的零工经济在国内外蓬勃发展[1]。 数

字时代的零工经济带来了新的就业形态,其中灵

活就业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2]。 与以“零时工”、
“合同工”为代表的“传统零工经济”不同,数字时

代的“新零工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按需服务的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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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劳动生产方式以服务劳动为主[3]。 数字经

济的出现使得各个产业部门“轻资产”的经营逻辑

延伸到以互联网为主的“新零工经济”平台,低交

易成本和轻资产性推动了灵活用工和自我创业的

“微型企业家”的发展。 零工经济的出现,给高技

能劳动者、兼职劳动者带来了更加灵活的工作机

会和较高的总收入[4]。 因此,各种灵活就业迅猛

发展,规模不断扩张,现已成为稳定就业、保障民

生的重要手段。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
指出,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超过 1 / 5、约 2 亿人

为灵活就业。 2022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鼓励人们利用新型

数字平台进行灵活就业和副业创新。 新型灵活就

业模式具备低门槛、工作方式灵活和就业弹性大

的特点,为农民、妇女、青年等弱势群体提供了创

业和就业机会。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相关研究较为丰

富,大部分学者围绕正规就业从工资收入、就业结

构、就业机会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有学者认为数

字经济促进了就业者工作报酬[5] 和工作能力[6] 的

提高。 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会重塑劳动关系[7]。
与以往的“企业—员工”标准劳动关系不同的是,
劳动者在数字化大背景下,具有相对灵活的工作

时间和工作地点,促使了“平台—个人”的非标准

化劳动关系的形成[8]。 还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9]。 何宗樾等[10] 认

为,数字经济对促进非正规就业有特别重要的作

用,对企业家也有积极影响。 倪建春[11]认为,网约

车、送餐、网络现场配送等新业务形态的经济迅猛

发展,带来了更多样的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通过

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提升了传统产业的就业,也增

加了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12]。
而关于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的影响,大部分

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证层面较为匮乏。 总

结目前学术界在经济领域对灵活就业为数不多的

研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灵活用

工的特点、选择灵活就业的原因、收入效应、减贫

效应、与正规就业相比的工资差异以及社会保障

等政策问题的研究。 还有学者从就业结构、人力

资本、社会资本、数字素养等方面寻找作为数字经

济作用于灵活就业质量的机制,而关于其独特机

制还有待完善,其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均有待进

一步扩大。
综上,本文尝试以数字经济发展为研究背景,

以灵活就业群体为研究对象,从五个维度构建指

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并利用 CFPS 数

据库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

业的数量、质量两个方面的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和

异质性。 并且在进一步分析中,探讨社会保障水

平对灵活就业的影响。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

一,本文将灵活就业分为两个维度(灵活就业数量

和灵活就业质量)进行实证分析,拓宽了研究链

条;第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的独

特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在这方面进行

了补充和扩展;第三,本文从实证角度来分析社会

保障对灵活就业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经济与灵活就业选择

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选择的影响,可以从以

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就

业机会。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产业,如电

子商务、共享经济、在线教育等,这些新兴产业为

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劳动力市场产

生了重要积极影响[13]。 阎世平等[14] 认为数字经

济确实会冲击现有的就业结构,取代常规型岗位,
但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些新岗位,即与低技能劳动

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 二是降低就业门槛。 数字

经济的发展使得工作不再受到地域限制,人们可

以通过互联网在家办公、远程工作。 尤其是对于

一些特定群体,如家庭主妇、残疾人士等,数字经

济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新的就业

模式,如自由职业者、远程劳动者、平台工作者等,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

能力选择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从而增加了灵活

就业的数量。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劳动者对灵活

就业的选择,进而增加灵活就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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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与灵活就业质量

关于就业质量,大部分研究主要从工作收入、
工作强度、工作保障和工作稳定性等四个角度衡

量,部分文献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主观满意度、职
业层级等指标[15]。 对于灵活就业质量,有学者认

为其衡量方式跟正规就业的就业质量一致[16],也
有学者将就业稳定性指标替换为工作灵活度来区

分灵活就业质量与正规就业质量[17]。
已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我国居民

收入水平[18 - 19]。 有学者认为数字素养会通过人

力资本、增强社会网络和增加就业选择三条路径

提高灵活就业者收入[20]。 有学者研究指出,互联

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灵活就业者的劳动报酬,但
是这种提升作用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性[19]。 还

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劳动者摆脱了传

统工作方式的束缚,从而使得工作环境得到改

善、工作时间得到缩减、工资收入得到提高,从而

有助于促进整体就业质量的提升[21 - 23] 。 数字技

术的应用也促进了一些新兴职业的出现,如网络

营销、社交媒体运营等,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了更

多的收入来源。 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信

息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劳动力资源

配置效率和劳动者与岗位的匹配程度,进一步提

高了劳动者对就业岗位的满意度。 因此,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2: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进灵活就业质量

的提升。
(三)数字经济、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灵活就业

质量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就业

结构的影响。 一方面,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的观点,高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增加了高技能劳

动力的市场需求,导致不同教育水平工人工资差

异的扩大[24]。 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对程序化工

作具有替代作用,对非程序工作具有互补作用,最
终使得中等收入阶层萎缩和收入两极分化[25 - 26]。
另一方面,从就业产业结构出发,互联网技术进步

促进了第三产业就业增加,同时减少了劳动密集

型和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优化了劳动力

就业结构[27 - 29]。 王文[30]指出,数字经济下的工业

智能化,降低了制造业就业份额,增加了知识密集

型和高技能水平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促进了就

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结构主义学派强调技术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

的重要性。 劳动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其通过就

业结构变化与技术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匹配是影

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13]。 因此,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3:数字经济会通过劳动力就业结构影响

灵活就业质量。
(四)数字经济、虚拟集聚与灵活就业质量

虚拟集聚是在网络空间的集聚,具有智能物

流、交易费用、空间范围、信息匹配、知识溢出、弱
化黑洞、资源配置等集聚效应[31]。 数字经济的发

展会促进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人的链接,打破了传

统意义上在地理空间上集聚的模式,在虚拟空间

进行集聚。 劳动人员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特定

岗位进行匹配,提高就业匹配程度,提升就业质

量。 已有研究表明,科技人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

就业质量的提升[32]。 虚拟集聚意味着大量与数字

技术相关的企业和机构在特定区域内聚集,这创

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机会。 如网络营销、电子商

务等领域都需要大量的灵活就业者。 较好的经济

环境能够促进集聚效应对个体劳动者就业质量的

提升水平[33]。 虚拟集聚会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增
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的灵活性。 因此,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4:数字经济会促进虚拟集聚提升灵活就

业质量。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 数据来源

微观层面数据来源于 CFPS 数据库,采用 2014
年、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 4 期数据;删除农

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和城镇正规就业人员

样本以及其他无效样本。 宏观层面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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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e)。 本文参考赵涛

等[34]的研究,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发展这两

个方面的 5 个维度构建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衡量。
表 1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互联网
发展

数字金融
发展

互联网普及率
百人中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数

相关从业人员情况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从业人员占城镇
单位从业人员比重

相关产出情况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移动电话普及率
百人中移动电话用
户数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

由北京大学数字金
融研究中心和蚂蚁
金服集团共同编制
(郭峰等,2020)

3.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灵活就业选择和

灵活就业质量。 本文将城镇就业人员中就业类型

为“私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 /其它自雇”以及“农业

打工”“非农受雇”“非农散工”中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样本界定为灵活就业,其他界定为非灵活就业。
关于就业质量,国内学者主要从主观和客观

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因此,本文参考相关研究,选
择就业稳定性(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就业收入水

平(年收入)、工作时长(平均每周工作时长)、工作

保障(根据就业者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衡量,每参加任

一保险计 1 分,5 项累计总分作为工作保障的代理

变量)等客观视角指标衡量就业质量,并在此基础

上加入主观视角,即用劳动者对其工作的整体满

意度(取值为 1 ~ 5,其中 1 代表非常满意,5 代表非

常不满意)作为工作满意度的代表变量。 本文将

工作时长进行负向标准化处理和其他四个指标进

行正向标准化处理后,使用熵值法测度灵活就业

质量总水平指数。
4. 机制变量

本文选用劳动力就业结构(Labor)和虚拟集聚

(VAQ)作为中介变量。 其中,不同技能劳动力的衡

量参考陈晓等[35] 的做法,由于受教育程度能够反

应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因此依据受教育程度的不

同,把劳动力分为高技能劳动力、中技能劳动力和

低技能劳动力。 虚拟集聚的衡量参考焦嶕等[36]的

方法,采用各地区从事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

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等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

区位熵指数来衡量。
5. 控制变量

参考宋林等[37]、戚聿东等[13,19] 和相关文献的

做法,本文选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和地区

3 个层面,具体变量的选取和定义如表 2 所示。
(二)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 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选择的检验

模型

本文应用 Logit 模型来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灵

活就业选择的影响。 设定如下:
P i = Prob(Lhjyi = 1) =

exp(α1 + β1Digejt + ξ1Z ijt + μijt)
1 + exp(α1 + β1Digejt + ξ1Z ijt + μijt)

(1)

模型(1)主要用来检验理论假设 1。 其中,下
标 i 表示样本个体;Lhjy 表示是否灵活就业;Dige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 表示影响灵活就业选

择的特征控制变量, α1、 β1、 ξ1 为回归系数。 其

中 β1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选择的影响

系数。
2. 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质量的检验

模型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

响,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Yijt = β0 + β1Digejt + β2Z1 + β3Z2 + β4Z3 +

λ i + μ j + γt + εijt (2)
模型(2)主要用检验理论假设 2。 其中, Yijt 为

t 年 j 省第 i 个灵活就业者的就业质量, Digejt 为 j
省 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Z1、 Z2、 Z3 分别为个

体、家庭和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 βi 为各个回归系

数, λ i、 μ j、 γt 为个体、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jt 为

随机扰动项。 如果 β1 为正,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能够促进灵活就业质量的提升,即对灵活就

业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反之,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

对灵活就业质量具有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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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自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将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移动电话普及率、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共 5 个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后降维处理,得到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因变量

是否灵活就业 是,取值为 1;否,取值为 0

灵活就业质量
从就业稳定性(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就业收入水平(月平均工资)、工作时长(平均每周工作时
长)、工作保障和工作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衡量,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再使用熵值法得到灵活就业
质量指数

中介变量
虚拟集聚效应 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区位熵指数

劳动力就业结构 依据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分为高技能劳动力、中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

控制变量

个体
特征

地区
特征

家庭
特征

性别 男,取值为 1;女,取值为 0
年龄 保留 18 ~ 65 周岁

受教育年限 对于缺失变量,令小学 = 6,初中 = 9,高中 = 12,大专 = 14,大学 = 15
婚姻状况 在婚,取值为 1;其余,取值为 0
户口性质 非农户口,取值为 1;农业户口,取值为 0

健康状况
根据调查数据中“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来衡量,取值 1 ~ 5 分别表示非常健康至非常不
健康

互联网重要性
根据调查数据中“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来衡量,取值 1 ~ 5 分别表示非常不重要至
非常重要

人口老龄化 各省老年人抚养比

贸易开放度 各省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失业率 各省失业率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长占 GDP 比重

政府财政支出水平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工业化水平 工业增加值与 GDP 比值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人均 GDP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人口数

少儿抚养比 家庭中 16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

老人抚养比 家庭中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

　 　 3. 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影响的作用

机制模型

本文借鉴中介效应的思路,分析虚拟集聚在

数字经济与灵活就业质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即检

验理论假设 4。 为使研究结果更据有说服力,本文

在使用江艇[38]的两部法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温

忠麟等[39]的三步法来对中介效应进行识别检验,
并构建如下基本分析模型:

M jt = β0 + β1Digejt + β2∑Z + μ j + γt + ε jt

(3)

Yijt = β0 + β1Digejt + β2M jt + β3∑Z + λ i +

μ j + γt + εijt (4)
模型(3)和模型(4)为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

回归模型,其中,解释变量 Dige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M 代表虚拟集聚效应。 如果 β1 为正,则说明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虚拟集聚。 另外,Z 为控制

变量,包括家庭、地区层面的特征;i、j、t 分别表示个

体、省份和时间;α,β,γ 为参数,ε 为残差干扰项。
本文从劳动力就业结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

灵活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 将大学专科及以上视

为高等技能劳动力(High),取受教育年限大于 12 代

表 High,高中和初中视为中等技能劳动力(Mid),取
受教育年限大于 6 小于等于 12 代表 Mid,小学及以

下视为低等技能劳动力(Low),取受教育年限小于

等于 6 代表 Low,通过分组回归做机制检验,即验证

理论假设 3,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Yijt = β0 + β1Digejtedu ≤6) + β2∑Z + μ j +

γt + εijt (5)

Yijt = β0 + β1Digejt6 < edu ≤12) + β2∑Z +

μ j + γt + εijt (6)

Yijt = β0 + β1Digejtedu > 12) + β2∑Z + μ j +

γt + εijt (7)
模型(5) ~ 模型(7)分别表示低等技能劳动

力、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等技能劳动力的数字经

济就业效应,模型中的变量和系数的含义参考模

型(2)中的解释。
4. 描述性分析

在所有变量中,年龄的标准差最大,说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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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较为分散。 而剩余变量标准差都较小,说明

数据较为集中。 从描述性统计中可初步看出灵活

就业群体中女性、农业户口、已婚群体偏多。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灵活就业 38 739 0. 275 0. 446 0 1
灵活就业质量 38 739 0. 212 0. 183 2. 34e - 07 0. 780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8 739 0. 613 0. 055 4 0. 532 0. 886
年龄 38 739 44. 65 11. 01 20 65
性别 38 739 0. 483 0. 500 0 1

户口性质 38 739 1. 665 1. 968 - 1 79
婚姻状态 38 739 2. 046 0. 592 1 5

互联网重要性 38 739 2. 813 1. 684 - 8 5
健康状况 38 739 2. 945 1. 306 - 8 5

受教育年限 38 739 8. 237 4. 866 - 9 23
家庭规模 38 739 4. 308 1. 921 1 21

少儿抚养比 38 739 0. 189 0. 239 0 6
老年抚养比 38 739 0. 003 49 0. 048 3 0 1
人口老龄化 38 739 16. 21 3. 649 9. 900 24. 80

政府财政支出水平 38 739 0. 004 29 0. 002 61 0. 001 51 0. 014 0
工业化水平 38 739 0. 339 0. 068 7 0. 096 9 0. 465
贸易开放度 38 739 0. 241 0. 266 0. 007 64 1. 216
产业结构 38 739 3. 888 0. 147 3. 567 4. 430
失业率 38 739 0. 032 5 0. 005 81 0. 0131 0. 046 1

ln(人均 GDP) 38 739 10. 80 0. 417 10. 13 12. 01

根据上文选取的指标,对灵活就业者的就业

质量分维度进行分析。 如表 4 所示:从工作保障来

看:平均数为 1. 603,75 百分位数也仅为 1,说明灵

活就业者的参保存在现实困境;从就业稳定性来

看:平均数为 0. 543,中位数为 1,说明大多数灵活

就业群体是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从工作满意度来

看:平均数为 3. 487,中位数为 4,表明灵活就业群

体普遍对灵活就业工作较为满意;从工作收入来看:
均值为 33 880,中位数是 28 000,说明灵活就业者收

入分配差距过大,中低收入群体居多;从工作时长来

看:均值为 55. 04,大于劳动法规定的 44 小时,说明

我国灵活就业群体普遍存在高强度工作状态。
表 4　 灵活就业质量各维度特征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p25 p50 p75 p90 最大值

工作保障 1. 347 1. 603 0 0 1 1 5 5
就业稳定性 0. 543 0. 498 0 0 1 1 1 1
工作满意度 3. 487 0. 828 1 3 4 4 4 5
工作收入 33 880 33 943 0 15 000 28 000 42 000 60 600 1 000 000
工作时长 55. 04 18. 63 0. 100 42. 5 56 70 77 168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 灵活就业选择

表 5 呈现了逐次回归的结果,第(1)列是指

在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

展对灵活就业的影响;第(2)列 ~ 第(4)列依次

加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 3 个层面的

控制变量。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灵活

就业选择正向显著,说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可以促使越多的劳动者选择灵活就业。
假设 1 成立。

表 5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灵活就业选择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Dige
5. 065 1∗∗∗ 6. 296 8∗∗∗ 6. 116 3∗∗∗ 0. 956 8∗

(24. 913 1) (27. 106 3) (25. 947 8) (1. 809 0)
控制个体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地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38 739 38 739 38 739 38 739
个体 /年份 /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分别代表 1% 、5% 、10% 的显著
性水平,下同。

2. 灵活就业质量

表 6 呈现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质量的

回归结果。 第(2)列 ~第(4)列是依次加入个人特

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的回归结果。 其中第(4)
列系数为 0. 870 4,并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数

字经济会提高灵活就业质量。 这可能是因为数字

经济发展会促使高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
然后低技能劳动力可以凭借学习培训提高自身的

技能水平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就业

稳定性,并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然后由于智能化

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所以在一

定程度上会缩短劳动者的工作时长,进而提高灵

活就业者的就业质量。 假设 2 成立。
表 6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Dige
0. 690 4∗∗∗ 0. 683 1∗∗∗ 0. 687 9∗∗∗ 0. 870 4∗∗∗

(4. 402 9) (4. 349 9) (4. 378 5) (4. 817 3)
控制个体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地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个体 /年份 /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 257 9 257 9 257 9 257
R2 0. 753 2 0. 753 5 0. 753 7 0. 754 9

如表 7 所示,从灵活就业的不同维度来看,随
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数字平台的充分利用,灵
活就业者的福利保障越来越好,工资收入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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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作时长也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工作稳定性

依旧不高,灵活性较强,且数字经济未能显著提高

灵活就业者的工作满意度。
表 7　 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量不同维度的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5)

工作保障 工作稳定性 工作满意度 工作收入 工作时长

Dige
15. 289 8∗∗∗ -0. 646 6 - 0. 954 8 4. 160 8∗∗∗ -1. 763 1∗∗

(8. 101 6) ( - 1. 239 8) ( - 0. 893 7) (2. 925 7) ( - 2. 175 2)
全部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年份/
地区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 257 9 251 9 256 6 354 6 589
R2 0. 645 1 0. 704 7 0. 545 7 0. 681 1 0. 549 6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数字经

济对灵活就业选择的影响,即:

Pr( lhjy = p) = φ(α + β × Dige + ∑θ jX j
)

(5)
式(5)中,lhjy 代表两个就业选择变量,当 p =

1 时代表灵活就业;p = 0 时代表非灵活就业。 Dige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 j为一系列个体和家庭特

征的控制变量,α、β、θ j分别表示相应的待估计系

数。 如表 8 所示,在更换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检验的

实证结果中,第(1)列 ~ 第(4)列是依次加入控制

变量后的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选

择的影响依然是在 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的。
表 8　 Probit 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选择的影响

因变量:
是否灵活就业

(1) (2) (3) (4)

Dige
3. 045 0∗∗∗ 3. 784 7∗∗∗ 3. 676 0∗∗∗ 0. 526 4∗

(24. 964 5) (28. 065 2) (27. 008 1) (1. 697 9)
控制个体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地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38 739 38 739 38 739 38 739

2. 更换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体量与发展定位上与其

他城市存在差异,本文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4
个直辖市样本剔除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此外,考
虑到回归中极端数据的影响,还对样本因变量进

行 1%缩尾。 如表 9 所示,更换样本后的结果与基

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9　 更换样本和解释变量后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Dige 2. 955 4∗∗∗
(5. 476 1)

3. 672 8∗
(1. 953 7)

- - - -

Dige_S - - 0. 490 0∗∗
(0. 232 5)

1. 421 7∗∗∗
(3. 097 3)

- -

Dige_WB - - - - 0. 188 6∗∗
(2. 371 6)

0. 117 7∗∗∗
(7. 664 6)

所有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 /年份 /
区域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6 308 7 908 38 792 9 270 38 739 9 257
R2 — 0. 473 6 — 0. 548 6 — 0. 597 2

2.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回归结果对变量测算方式的敏感

性,采用熵权法重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e_
S)。 此外,本文进一步参考刘毛桃等[40] 的做法,
使用文本分析法,对各省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

深入挖掘和分析,采用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关

键词词表,并利用词频取对数来衡量政府数字关

注度,并以此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_WB)的
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表 9 的第(3)列 ~
第(6)列结果可知,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没有

发生改变,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可靠。
3. 更换被解释变量

由于主观评价会因个人心理和经历的不同产

生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把工作满意度指标去除,结
合工作收入、工作保障、工作时长和工作稳定性 4
个指标,并在进行标准化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重新衡量灵活就业质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 10
结果可知,结果依旧稳健,即数字经济会显著提高

灵活就业质量。
表 10　 更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Dige 12. 439 2∗∗∗

(10. 564 9)
12. 161 4∗∗∗

(10. 339 0)
12. 312 9∗∗∗

(10. 469 5)
12. 484 3∗∗∗

(9. 292 4)
控制个体特征 否 是 是 是

控制家庭特征 否 否 是 是

控制地区特征 否 否 否 是
个体 /年份 /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有效观测值 9 270 9 270 9 270 9 270
R2 0. 542 2 0. 545 0 0. 546 0 0. 555 7

(三)内生性检验

本文借鉴袁淳等[41] 的方法,选取各地区 1984
年每万人邮局数量和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工

具变量,来缓解数字经济与灵活就业之间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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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内生性问题。 这两个指标能对未来信息通信

技术发展产生影响。 同时,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

快速发展,这两个指标对就业的影响逐渐消失,且
主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通信服务,不直接影响就

业。 由于样本为面板数据,而这些指标是横截面

数据,因此,本文将上一年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与每万人邮局数量和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构建交

互项,并分别命名为 IVpost 和 IVphone,以此作为

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
本文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

验。 如表 11 所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回归结

果都是正向显著的,说明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

下,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灵活就业选择和

灵活就业质量,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11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灵活

就业选择
灵活

就业质量
解释变量

灵活
就业选择

灵活
就业质量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IVpost 0. 007 1∗∗∗

(0. 000 1)
0. 009 0∗∗∗

(0. 000 6)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4. 256 4∗∗

(1. 392 6)
6. 197 2∗∗∗

(0. 907 2)

IVphone 0. 004 4∗∗∗

(0. 0002)
0. 006 4∗∗∗

(0. 000 4)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F 统计量 23 768. 38 138. 77 Wald chi2 4 087. 13 975. 072
R2 0. 931 0 0. 171 6 观测值 38 792 10 657

KP rk LM
statisitc - - - 2 201. 038∗∗∗ 975. 247∗∗∗

KP rk Wald
F statistic - - - 1 329. 078 500. 892

(四)异质性分析

1. 个体特征异质性

考虑到性别一直在就业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职场

性别歧视在慢慢减少。 但在中国巨大的劳动人口

中,就业群体的性别差异也较大,且根据本文的研

究样本个体特征分析,灵活就业群体中男性大于

女性,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女性就业群体也在

逐年增加。 因此,有必要探讨不同性别的灵活就

业群体的异质性影响。
由表 12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女性灵活

就业者就业质量提升促进作用更显著。 原因可能

是随着我国数字产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

群体使用互联网工作,尤其是新媒体运营、网络营

销师和网约车司机等职业更是提高了女性劳动参

与率,灵活自主的工作模式还可以兼顾家庭生活,
受到女性群体青睐。

表 12　 性别异质性

变量
灵活就业质量

男性 女性

Dige
0. 514 9∗∗ 0. 879 7∗∗∗

(2. 018 4) (2. 985 3)
所有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 /年份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 941 4 703
R2 0. 454 0 0. 397 2

由表 13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农村劳

动力的灵活就业质量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的

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了农村群体的就业质量;数字

经济发展对城市群体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 原

因可能在于,农业户口的农民工经常在恶劣环境

下(风吹日晒)从事重体力活,且经常早出晚归工

作时间长且收入不稳定。 然而在数字经济的快

速发展下,农民工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更轻

松和更多样化的工作,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可以显著地提升农业户口灵活就业者的就

业质量。
表 13　 城乡异质性

变量
灵活就业质量

农村 城镇

Dige
0. 432 4∗ 0. 460 8
(1. 726 2) (1. 303 5)

所有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 /年份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7 394 2 895
R2 0. 428 4 0. 422 3

本文将人力资本水平用学历和个人阅读量来

表示,分成低学历组、高学历组、阅读量少和阅读

量多四个样本群体。 由表 14 回归结果可知,数字

经济对低学历和阅读量少的灵活就业者的就业质

量提升更为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数字技术的普

及和应用带来的新岗位,像新媒体创业、小程序电

商、视频号创作等对学历要求相对较低,更看重的

是个人的创意、技能和努力,而现阶段通过做网红

和知名 up 等获得高收入和满意度的更多的是这些

低学历人群。 不过,虽然高学历群体往往更偏向

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们除了拥有稳定的主业之外,
也会通过增加副业渠道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相比

于低学历群体,高学历群体具有更敏感的数字感

受力,高学历群体也会通过自媒体做知识付费等

副业,大大提高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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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人力资本异质性

变量
灵活就业质量 就业收入

低学历 高学历 阅读量少 阅读量多 高学历

Dige
0. 446 3∗∗ 0. 742 0 1. 256 6∗∗∗ 0. 476 9 3. 086∗∗∗

(2. 129 1) (1. 605 1) (2. 754 8) (0. 800 9) (3. 277 8)
所有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 /年份 /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 964 1 677 2 064 1 121 3 176

R2 0. 397 4 0. 337 9 0. 415 0 0. 400 5 0. 339 8

2. 家庭特征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

体现在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较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当少儿抚养比增大时,家庭责任和经济压

力可能会限制劳动适龄人口追求灵活就业的能

力。 因此有必要探讨此类家庭特征异质性,表 15
回归结果显示,当家里小孩数小于等于 1 时,数
字经济对劳动者灵活就业质量是显著为正的,而
当家里小孩数大于 1 时,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

量的促进作用就不显著了。 原因可能在于:首
先,抚养儿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能会使

劳动适龄人口难以安排灵活的工作时间,他们可

能需要更多地照顾孩子,导致无法充分利用数字

经济带来的就业红利;其次,家庭责任和经济压

力可能会使劳动适龄人口更加倾向于选择稳定

的全职工作,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

保障。
表 15　 少儿抚养比异质性

变量
(1) (2) (3)

Child = 0 Child = 1 Child > 1

Dige
0. 532 2∗ 0. 959 4∗∗∗ 0. 517 8
(1. 778 7) (2. 940 3) (1. 129 8)

所有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 /年份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4 099 3 661 2 882

R2 0. 436 3 0. 444 4 0. 424 2

(五)机制分析

如表 16 所示。 第(1)至(3)列是数字经济分

别对低技能、中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回归结果。
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对中高等技能劳动力就业质

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中、
高等技能劳动力助力就业质量的提升,验证了假

设 3 成立。

表 16　 灵活就业质量的机制检验:劳动力就业结构

变量
(1) (2) (3)

低技能 中等技能 高能技能

Dige
- 0. 095 2 0. 280 7∗∗ 0. 558 4∗

( - 0. 658 5) (2. 243 5) (1. 714 1)
所有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 /年份 /区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 689 21 284 4 892
R2 0. 589 1 0. 674 3 0. 642 9

如表 17 所示,列(1)是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

质量的回归结果,列(2)是数字经济对虚拟集聚影

响的回归结果,列(3)是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经

济发展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解

释变量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经济

发展会促进虚拟集聚。 列(3)结果显示,加入中介

变量后,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系数有所下降,这充分

说明虚拟集聚在数字经济影响灵活就业质量的过程

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经济会通过促进虚拟

集聚效应提升灵活就业质量,验证了假设 4 成立。
表 17　 灵活就业质量的机制检验:虚拟集聚

变量
(1) (2) (3)
Score VAQ Score

Dige
12. 484 3∗∗∗ 4. 965 2∗∗∗ 10. 973 0∗∗∗

(9. 292 4) (52. 105 8) (6. 792 4)

VAQ - - 0. 304 4∗

(1. 684 0)
所有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 /年份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9 270 9 270 9 270
R2 0. 554 2 0. 993 2 0. 554 4

四、进一步分析

关于社会保障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得到的结论不一致。 有的学者

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水平起到显著的正向

促进作用[42]。 养老保险与收入之间的关联会激励

青年劳动力更积极地工作,以积累更多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给失业者带来补助,并有机会接受职业

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素养,从而更容易找到合

适的工作。 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影

响[43],社会保障可以有效分散劳动者的各种风险,
提高健康资本和劳动资本,提升就业质量。 还有

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也可能对就业产生“挤
出”效应[44]。 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可能会导致

社会福利水平提升,从而降低劳动力的就业积极

性。 高缴纳水平的社会保障会增加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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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激励企业采用资本替代高昂的劳动力,产生

需求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 综上,
社会保障对就业既存在积极影响,又存在消极影

响,对于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保

障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是否存在调节作

用呢?
本文参考丁煜等[45] 的研究,选择社会保障支

出占地方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

障水平的指标,进一步检验社会保障在数字经济

与就业质量之间的调节效应。 如表 18 所示,列
(1) ~列(3)依次是未加入交互项、加入交互项后

的回归结果。 表 18 的列(3)的回归结果表明,Dige
的系数为 11. 320 5,社会保障水平(SSL)的系数为

3. 914 6,SSL × Dige 系数为 - 36. 825 6,都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越

好,社会保障水平在提升灵活就业质量中的积极

作用就越低,但是此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正,
综合来看就是在提升灵活就业质量中,社会保障

与数字经济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这说

明,在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

对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弱,社会保障作为劳动

力市场重要的支撑之一,会强化劳动者的就业质

量。 又因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灵活就业岗位

增多,参加社会保障的人数就会减少,那么社会保

障支出就会减少,因此在数字经济与灵活就业质

量之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会导致政府财政压

力加大,然后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投入的资金就

会被挤出,所以两者之间会存在替代效应。
表 18　 社会保障水平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Dige 12. 484 3∗∗∗

(9. 292 4)
13. 804 9∗∗∗

(9. 623 5)
11. 320 5∗∗∗

(7. 238 5)

SSL - 2. 483 2∗∗∗

(2. 617 6)
3. 914 6∗∗∗

(3. 860 5)

SSL × Dige - - - 36. 825 6∗∗∗

( - 3. 963 0)
所有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 /年份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9 270 9 270 9 270
R2 0. 554 2 0. 554 7 0. 555 8

五、结论与启示

首先,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灵

活就业选择,提高灵活就业质量。 其次,数字经济

就业效应存在群体差异性,对女性、农村、低人力

资本和低少儿抚养比群体的灵活就业质量促进作

用更大。 此外,数字经济通过中、高技能劳动力和

虚拟集聚效应提高灵活就业者就业质量。 最后,
在提升灵活就业质量中,社会保障与数字经济间

存在替代关系,即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时,数字经

济发展会促进灵活就业质量的提高。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大力实施促进灵活就业发展的鼓励性政

策,加强数字平台规范化用工,完善灵活就业人群

的技能提升政策。 鼓励高学历人群通过自身知识

或技能积极从事各类自由职业和创业,进而缓解

就业压力。
二是发挥数字经济平台作用,推动网络零售、

移动出行、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

业发展,为劳动者居家就业、远程办公、兼职就业

创造条件。
三是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数字

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为灵活就业提供良好的制

度环境。 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项目,并发展以税

收为主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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